
文化形态史观与战国策派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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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曾在西方名噪一时，本世纪四十年代初，

几个中国学者首先向国内介绍了这种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对中外历史文化，现实

政治大发议论，形成颇有影响的“战国策派”，从而在现代政治思想史和史学史

上留下引人注目的一页。对此派人物的是非功过，现代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早有

定论，本文仅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考察一下他们是如何接受和应用“文化形态史

观尸的。 

 

一、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有关文化形态学的论述 

 

    文化形态史观又称为历史形态学，它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历史，比较各

个文化体系的异同，从中归纳出共通的形态和模式。该学说的始作俑者是德国的

哲学家斯宾格勒。土 917年 12月，斯宾格勒抛出《西方的没落》一书，对近代

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发起了猛烈评击，以一种全新的体系重新评估世界历

史。他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有八种自成一体的文化，即埃及

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玛雅文化、

伊斯兰文化及西欧文化。每一种文化都犹如生命的有机体，必然要经历兴衰盛亡

的生命周期。在斯宾格勒看来，前七种文化已经死亡或僵化，西欧文化同样在劫

难逃。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点，他把文化作为历史研

究的基本单位，指出人类历史表现为若干种不相同的文明，各大文明都要经历发

生、成长、崩解和死亡五个阶段。他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特征来构造其文化演变

的模式，认为希腊世界在文化上属于同一体系，各城邦的公民具有文化上的认同

感，在政治上则处于分裂状态，各邦国之间竞争激烈，战乱频仍。竞争固然能激

发人的创造力，促进了文明的繁荣，但战争愈演愈烈，对社会的破坏也日益严重。

罗马的统一带来了和平与秩序，暂时延缓了文明崩溃的进程，但统一的代价也极



其昂贵：连年征战已使各城邦国力虚耗，在大一统帝国僵死的制度下，人们生机

勃勃的创造性受到窒息，整个社会逐渐失去活力，大一统帝国也势必难以维持长

治久安的局面。少数当权者依靠武力来加强统治，导致国内人民离心离德，对毗

邻的蛮国也失去了吸引力，前者形成内部无产者，后者成为外部无产者，帝国处

于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窘境。内部无产者从外来的宗教思想中获得灵感，创立

高级宗教——基督教，在精神上独树一帜。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上升，整个社会和

外来的蛮族都皈依了基督教，大一统教会便应运而生。蛮族的入侵给予日薄西山

的帝国以最后的一击，帝国的垮台标志希腊文明的衰亡。汤因比由此得出结论，

各大文明在衰落期无不经历大一统帝国、大一统教会、蛮族入侵这样的过程。显

然，汤因比的研究重心放在文明的衰亡期。 

汤因比在理沦上与斯宾格勒是一脉相承的，但汤因比反对斯宾格勒的宿命

沦，认为文明的灭亡并非命中注定的，强调人的精神自决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

摆脱文明灭亡的厄运。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理论在西方曾引起很大的反响。 

 

二、战国策派的“史论”与“时论” 

 

    所谓“战国策派”，主要由西南联大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组成。1940

年到 1941年间，他们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1941年底又在重庆的《大

公报》上辟出《战国》副刊，他们在这些报刊上系统介绍了“文化形态史观”，

鼓吹“战国时代重演”论，时人称之为“战国策派”。事实上，在此之前，雷海

宗已在清华大学刊物《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系列以文化形态史观为指导思想的

论文，1940 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名为《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1946

年，大东书局出版了林同济、雷海宗的论文集《文化形态史观》。他们的这些言

论在思想界引起了争议。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正是抗战的严峻耐期，战国策派公然宣称：“抗战是

一个有力量的伟大现实，它一面赋予我们以一个建设学术的机会，一面也派定我

们以一个建设学术的责任。”而要建设学术，“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历

史形态学’。”因此，他们刻意以历史形态史观为历史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林同济表示，斯宾格勒用这种方法写出了《西方的没落入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



究》也是这方法的另一种应用结果。战国策派则要借用这种学说，来使国人。再

建起‘战国七雄’时的意识和立场，一方面来重新策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

一方面来仔细评量我们二千年来的祖传文化!” 

   且让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如何重新评价历史的。 

    林同济将文化的演进划分成封建、列国、大一统国三个阶段。雷海宗则将其

分为五个阶段，即封建时代、贵族化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

裂和文化灭亡的末世。虽然一个分为三段，一个划为五段，实质上大同小异，汤

因比历史模式的痕迹在这里显而易见。雷的前两个阶段等于林的封建阶段，雷之

刘二阶段，相当于林的大一统帝国阶段。他们归纳出每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宗

教等方面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列国阶段”或谓“帝国主义阶段”的评

析，显然是他们的重点所在。 

林同济认为，在列国阶段出现两大潮流，一日“个性的焕发”，一为“国命

的整合”。“个性潮流”表现为庶人入仕、民众入伍、商人活跃、宗教信仰放任

等等，百家争鸣则是这股潮流的象征。“国命潮流。的具体形态表现为政权集中、

宗教统一、经济干涉、国教创立，思想渐趋定于一尊。   

个性潮流代表“创造冲动”，国命潮流代表“秩序要求”。在列国阶段的前

期，个性潮流略占上风，国命潮流则后来居上，事实上国命潮流始终是这个阶段

的主题。   

林同济套用中国历史名词，又将列国阶段的前期称为春秋，后期称为战国。

春秋时期，贵族遗风犹存，个性得到张扬，文化的发展趋于顶峰。战国时期则一

切以“战”力中心，贵族传统荡然无存，文化开始走下坡路了，用雷海宗的话宋

描述，。经过短期间思想自由的阶段之后，焚书坑儒一类的办法渐为常事。与国

家政策不合的文字，对于当权者不利的文人学士，轻则被弃、被逐，重则被毁、

被戮。在思想方面，这是一个回光返照的时代。短期之间，百家争鸣在表面上似

乎非常热闹，但思想趋于派别化，伟大的创造思想并不多见。最后连派别化的思

想也趋于消沉，只剩下毫无中心见解的杂家，东拼西凑的光写许多杂乱无章的大

书。”社会也 

就步入了大一统的阶段。在大一统阶段，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太平”。文化

陷入一种与时俱增、无法自拔的“倦态”，“不求向上升高，不求向外膨胀，焚



香祷祝，只求天下无事”。文明也就陷入僵化，走进了死胡同。 

林、雷对历史文化的论述显然受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林同济自己也承

认，“我和雷先生的这些文字，多少是根据于形态历观的立场而写作的”，“应

用这种方法而有卓著成绩的恐怕是雷海宗先生，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

小书，国人应为注意。。因此，林同济将雷海宗称为“中国学界中第一位形态历

史家’。 

雷海宗在《中国文化的两周》一文中，首先从历史分期着手，批驳了传统的

上古、中古、近代三段论世界历史划分法。他指出这种分期法乃一元的直线历史

观，而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用三段论来划分世界历史显然与世界历史不符，

而将这种分期法搬来限定中国历史则更为荒唐。他用埃及文化、希腊罗马文化，

欧洲文化作为例证，来阐述他的形态历史观，进而指出：“一切过去伟大文化都

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唯一的例外是中国。”  从而提

出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的观点。 

雷以公元 383年淝水之战为界，将中国历史分为二大段。他认为 383年之前

纯粹是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黄河流域为政治文化的重心，外来的血统与文

化的地位无足轻重。他将这段时期称为“古典的中国”，又按照他的形态史观将

这第一周文化细分为五个时代： 

(1)封建时代，公元前 1300年——前 473年； 

(2)春秋时代，公元前 770年——前 473年： 

(3)战国时代，公元前 473年——前 221年；  

(4)帝国时代，公元前 221年——公元 88年； 

(5)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 88年——383年。 

第二周文化起自公元 383年，此后中国文化不再是当初的纯粹华夏族的古典

中国文化，五胡乱华，印度佛教的巨大影响，使中国文化发生极大的变化，成为

“胡汉混合、梵华同代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沦在中国民族血统上或

文化意识上，都可以说个性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了重要的地位。”  他将

第二期文化也分为五个时期。 

(1)南北朝、隋唐五代，公元 383一一 960年；  

(2)宋代，公元 960——1279年； 



(3)元明，公元 1279  -1528年； 

(4)晚明盛清，公元 1528——-1839年； 

(5)清末、中华民国，公元 1839年以下。 

他说明第二周的时代之所以以朝代命名，盖因这一千五百多年历史在政治社

会方面没有质的变化，大体只是沿袭秦汉的制度而已。一治一乱，一分一合，只

是循环不已的单调游戏，改朝换代的平淡故事，“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

近百年来，西学东渐，第二周中国文化已受到震荡，看来气数将尽，中国还能不

能再创第三周文化呢?这正是战国策派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 

“谈古”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论今”，史论即政论本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色，

而战国策派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1940年 4月，林同济在《战国策》创刊号上发表《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

集中表述该派人物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可称为战国策派的宣言书。他认为当今世

界的形态恰如中国二千年前的战国时代：“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

曰在‘战’一个字。如果我们应用比较历史学的眼光来占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

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 

林将战国时代的特征归纳为三点：第一，“战为中心”。即“战”不仅是该

时代最严峻的事实，而且要成为一切主要社会行动的标准和大前提。第二，“战

成全体”。即全体战成为时代的核心，成为民族的至上需求，民治政体如有碍于

全体战，民治必须取消。第三，“战在歼灭”，此时战争的目的并非打败对方，

而在于消灭对方，独霸世界。 

他进而提出三点看法。首先，不是伟大就是灭亡，即不能战的国家就不能存

在。其次，左右倾各派的争论意义全消，也就是说要停止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论

争，建设道地的“战国式。国家，完成国家主义。再次，中国人必须改变传统的

懒散态变，建立。战国意识。所谓“大同可以为我们最后的理想‘战国’必须是

我们下手的作风。”总而言之，‘战’与‘国’两字必须是我们此后一切思维与

行动的中心目标。” 

雷海宗的《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春秋与战国》，

陈铨的《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何永佶的《龙虎斗》、《论国力政治》等文章

均表述了类似的观点。他们此唱彼和，一时颇惹世人注目，也自然形成了所谓的



“派”。 

 

三、几点启示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著书立说显然是为西方文明的命运担心，并企图开出治世

良方。而形态历史学在中国的传人所忧虑的则是中国文化的存亡，芦沟桥的炮声

使这种紧近感更为强烈。“人类的大道所趋，竟已落于日本的蛮横行为来迫着我

们作最后的决定一不能伟大，便是灭亡。我们更不得再抱着中庸情态，泰然抚须，

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生涯。”在战国策派看来，当今世界的文

化形态已步入你死我活、竞争激烈的“战国时代”，中国文化却依然处于大一统

帝国不死不活的局面，这是岌岌可危的事实。“中国文化的发展，早已错过了它

的战国阶段而悠悠度过了二千多年的‘大一统’意识生活。我们中国人的一般思

想立场，无形中已渗透了所谓‘大同’局面下‘缓带轻裘’、‘雍雍熙熙’的懒

散态度。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免时时刻刻高提着‘大一统’时代的眼光束评量审

定‘大战国’的种种价值。这点恐怕是我们最大的危险。”他们之所以大声疾呼

建立“战国”意识，一个共同的动机，就是感到“目前中国所基本缺乏的乃是活

力——个人缺乏活力，民族缺乏活力，我们倘可以提供些活力的鼓舞?。而“业

已完成大一统阶段的古老中国文化，是否还有可能性摆脱一切；‘颓萎’色彩而

卷土重来再创出一个壮烈的、活泼的、更丰富的体系?”这正是他们试图回答的

问题。  

以雷海宗为例，池畅谈中国文化之两周，其着眼点却在于如问建设第三周中

国文化。他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正如父母年迈，使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喜的是年迈的双亲依然健在，惧的是脆弱的椿萱不知何时会忽然折断。我们能

有他人所未曾有的第二周(文化)已是‘得天独厚’。我们是不是能创出尤其未闻

的新纪录，去建设一个第三周文化)的伟局?” 

为了创造这“第三周文化”，雷海宗还写了《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

《中国的元首》中国的家庭》等文章，雷并不讳言这些史学论文无不带有现实的

针对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

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地解决，建



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  

由此可见，在战国策派那里，史论即时论，历史与现实是二位一体的，他们

用形态史观来研究历史，于是就有“中国的文化二周论”，他们用历史来比较现

实，于是就有了“战国时代重演论”。在“战国”的大前提下，民治政体必须让

路，更“不能有个人之硬挺挺的自由自在，也不能有阶级之乱纷纷争权夺利”，

而要将。国内一切的一切置于这大事业(战争)的最高总驭之下。”林同济甚至说。

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这些原则原来不只是应付

目前抗战局面而产生，；实在是配合全世界主潮而制定的。”  这样，战国策派

的史论也自然变成了政论，且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恰恰迎合了蒋介石

借抗战之名加强其独裁统治的企图，力专制政权制造了学理上的根据，也就理所

当然地要受到进步学者的严正批判，指责他们是为法西斯的侵略和统治张目。无

独有偶，当年，在西方也有人攻击汤因比是为希特勒的侵略制造理论根据，尽管

事实未必如此。战国策派与其理论鼻祖受到相同的指责，这是否有某种必然的联

系呢?林、雷等人欲借“文化形态史观。来“经”当今之世，为中国所“用”，

结果却落得个“法西斯买办文人”的骂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咎由自取，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经世致用的抱负，但主观的“致用”往往造成客观的“被利

用”，这也是林、雷等人的悲剧所在。 

文化形态说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历史，自有其可取之处，但它往往只抓住历

史的一些表面现象进行类比。斯宾格勒、汤因比的著作往往给人一种博大思精、

气势逼人的感觉，但细读一下就会发现博大有余而精深不足，思想的深刻性与唯

物史观是不可同日而言的。战国策派将文化形态说视为考古察今的不二法门，对

唯物史观根本不屑一顾，他们食洋不化，机械套用西方观点。如“战国时代重演

论”并非他们的发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早就说过，“我们的西欧一

美国世界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间，也面临这种‘战国’的命运。”汤因比也有

类似的看法。战国策派对文化发展的几千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描述，也与汤因比

的观点大同小异。汤因比曾把大乘佛教作为古代中国文明与远东文明的媒介，认

为中国文明至魏晋便趋于崩解，隋唐以后中国历史要纳入远东文明的体系。雷海

宗的“中国文化二周论”显然就是这一观点的翻版。当他们用这种理论来考察世

界政治之时，其结论则更为荒谬。 



此外，近代以来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往往伴随着对传统史学的过激否定，战国

策派也不例外。对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他们固然看不上眼，对司马迁以来的中

国传统史学也是一概否定：严太史公是中国古代伟大史学消灭的象征，二千年来

学术界对于司马迁的崇拜，正是二千年间中国没有史学的铁证。《史记》一书，

根本谈不上哲学的眼光，更无所谓深刻的见解，只是一堆未消化的史料比较整齐

的排列而已。后世的所谓史者，都逃不出此格式，甚至连史公比较清楚的条理也

学不来，文化精神的衰退一泻千里，真可警人!”雷海宗甚至断言，五十年后，

西方史学界也“必要呈现司马迁史的没落形态”。五十年后的今天，读到这些言

论，难免令人哑然失笑。 

客观历史是无限的，任何一种理论，纵然有十二分的可取之处，也难免有局

限，战国策派却以唯我独是的态度将“文化形态说”视为解决古今中外一切问题

的灵丹妙药，就必然导致非科学的结论。此外，从战国策派出史学也可看出，中

国人介绍西方的史学理论目的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介绍内容的取舍又往

往取决于介绍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地位，“介绍”时既然带有功利心 d6 应

用”时也难免会触及各社会集团的实际利益，以至是非蜂起。 

尽管战国策派在介绍和应用形态历史观方面有种种负作用，但毕竟是他们首

先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这种学说。汤因比的理论真正在欧美引起轰动是在 1946 年

《历史研究》本出版之后，而早在 1940 年，林、雷等人已在中国的报刊上大谈

其文化形态史观了，可见，当时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界的情况并不隔膜。有容

乃大，能及时将一种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给中国历史学界，这便是对中国史学界的

挑战，也无疑能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如雷海宗对“上古、中古、近代”式历史

断限的质疑，在今天看来也不无道理。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学说不仅在西方的学术界，而且在社会、政治上都产生

过一定的影响，战国策派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如果把史学理论分为历史理论和历

史编纂学理论，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学术界对前者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后者，

西方的历史理论(如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韦伯等)在中国的市场远远大于历

史编纂学的理论(如兰克，郎格诺瓦、伯因汉等)。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消费对象只

能是专业历史工作者，而历史理论的接受者却包括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界，

它的影响不仅是学术的，而且是政治的、社会的。其实，既便是中国的专业史学



工作者，对西方历史哲学理论的兴趣似乎也大于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理论。这又说

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兴趣从来就不是纯学理的，所以，他们应用

西方历史理论所撰述的学术文章也大凡带有干预时政的焦躁气。因此，尽管西方

的历史理论“曲高”，而在中国的“和者”却始终不寡，其影响可以是积极的(如

唯物史观)，也可能是消极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